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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力量。
论文基于2014~2023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指数与

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运用计量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作用,并揭示产业

结构升级与人工智能水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

显著推动作用,且该效应在二线及以上、四线及以下城市中更为突出;(2)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地区人工智能水平这两条路径,间接驱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实证研究

证实,数字技术创新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其促进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

系;通过门槛检验发现,该促进作用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非线性特征。因此,
应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城市治理、产业升级等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培育新动能;实施差异化的城市数字发展战略,促进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并依据人力资本门槛值,
针对性地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以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城镇化的驱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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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与数字技术创新是引领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两大核心战略,二者深度融合对构建新

发展格局至关重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如5G、
人工智能、区块链)的浪潮席卷全球,数字技术创新

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经济社会发展范式,通过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为破解传

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大城市病”、区域发展弥补

上述研究不足不平衡及治理效能不足等深层次矛盾

提供了全新路径。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数字技术创

新的“引领区”与新型城镇化的“先行区”,其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超全国30%,城镇化率高达

72%,为本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观测样本。然而,长三

角地区在享受技术红利与城镇化成果的同时,也面

临着区域内部发展差距较大、公共服务不均等现实

挑战,这使得探究数字技术如何精准赋能新型城镇

化成为一个具有紧迫性的现实议题。
尽管学界已初步确认数字技术对城镇化的积极

影响,但对其内在机理与边界条件的认知仍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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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多数研究止步于确认二者间的正向关联。首先,
数字技术是通过哪些机制来驱动城镇化的,是推动

产业结构升级,还是通过提升地区人工智能水平来

驱动城镇化? 目前还缺乏严谨的实证检验,机制“黑
箱”尚未完全打开;其次,异质性未能清晰揭示其影

响在不同能级城市中的分化规律,导致政策靶向性

不明;最后,既有文献多预设简单的线性关系,忽视

了数字技术红利的释放可能受到人力资本门槛等因

素的制约而呈现复杂的非线性特征。为此,本文旨

在系统回答三个核心科学问题:(1)数字技术创新对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整体驱动效应如何? (2)
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工智能水平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

中介角色? (3)该驱动效应是否存在城市异质性,并
随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呈现非线性动态? 基于文献

梳理与现状分析,本研究从理论与经验证据两个维

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中,对其驱动因素及

影响机制的探讨尚不够充分,现有文献仍存在进一

步深入和拓展的空间。2014
 

年以来我国已经完成

了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

转变,谢地等(2023)认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是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期盼的内在要求,更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关键举措[1];董晓

峰等(2017)指出,只有从人的根本诉求出发,运用新

兴技术手段推动社会发展,才能提升城镇化发展效

率,因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2];许家

伟等(2025)认为我国城乡发展研究虽成果丰硕,然
其在合作网络、实证方法与跨领域视角上仍存明显

不足[3];马力阳等(2017)指出,我国东西部城镇化水

平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化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区域

之间差距逐渐拉大[4]。面对城乡融合的新阶段,未
来研究尤需在深化理论、拓展视角与强化案例等方

面协同推进,以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
数字技术创新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文献较少,主

要还是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较多,主要从研究

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和作用机制以及影响效应两个大

类。胡树林等(2021)认为数字经济和农业现代化与

新型城镇化具有高度耦合关系[5];张耀等(2024)通
过测算中国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

平,发现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逐年

上升[6];杨瑞(2022)基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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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面板数

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

的驱动作用,且该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

性[7];王慧莹(2023)以中国31个省(市)为研究对

象,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确实存在

显著的促进作用[8]。
相关的文献主要基于数字技术对高质量发展、

城乡发展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王常军(2021)[9]

指出数字化已成为优化新型城镇化资源要素配置的

关键工具,它重塑了资源配置的逻辑,推动城镇化向

更加集约高效的方向发展;韩镝等(2022)认为加强

数字乡村建设,为城乡发展提供新的路径[10];陈水

生(2022)指出技术赋能已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

关键动力,通过“一网通办”、城市大脑等创新应用,
不仅显著提升了行政效率与管理效能,更驱动城市

治理由数据信息整合,全面迈入智能化发展的新阶

段[11]。因此,要想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数字经济

的发展必须纳入考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技术创新能够赋能新型城镇化。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路径,数字经济

深度渗透并重塑产业体系,为其高级化演进注入新

动能,由此开辟了以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径。数字产业化通过孵化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前沿新兴产业,构建高附加值、高创新性的产业

集群,不仅推动了城镇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也有

效促进了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创新资源向城镇空

间汇聚[12,13];产业数字化是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
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实现降本增效和价值重塑的过

程,推动其生产模式向智能化、网络化转型,显著提

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和韧性水平,进而助力城镇产业

链的拓展与价值空间的再造[14]。基于此,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H2:数字技术创新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赋能新型城镇化。

2016年12月,工信部在《智能制造“十三五”发
展规划》中首次明确提出“工业智能化”。当前,学术

界关于工业智能化的系统性研究尚在起步期,对其

核心概念、范畴及理论框架尚未达成共识,系统性的

理论构建与实证探索仍显不足,其具体内涵尚未达

成共识。根据2018年欧盟人工智能大会所采纳的

界定,人工智能通常指一类能够依托外部输入信息、
自主执行具有智能特征的行为,从而完成特定目标

或任务的系统。工业智能化是工业领域中以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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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智能技术为依托,对生产流程进行全面优化

与升级的深刻变革,它代表了资本在替代脑力劳动

方面所达到的高级发展阶段[15]。工业智能化推动

发展方式由依赖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大规

模粗放投入,转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

术,重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各类资源的整合与配置

模式[16]。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提升人工智能发

展水平赋能新型城镇化。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回顾可以发现,目前关于数

字技术创新如何赋能新型城镇化的探讨仍较为有

限,且多遵循单一的线性分析范式。为此,本文尝试

将数字技术创新纳入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系统框

架之中,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综合审视其对城镇化

的实际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从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工

智能水平的维度切入,剖析数字技术创新推动新型

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以期揭示其学术价值与实

践意义;同时,引入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旨在厘

清数字技术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复杂的内在机理

与非线性交互作用,以及构建城镇化发展的新范式,
为优化城镇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

参考。
本文研究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示意图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以长三角41个地级市

为研究对象,基于2014~2023年的面板数据,构建

基准回归模型:

Urbani,t=α0+α1Digi,t+α2Cti,t

+εi,t+μi+δt (1)
 

其中,Urbani,t 是被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表示

第t年i 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核心解释变量是

Digi,t,表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Cti,t 表示选取的

一组控制变量,εi,t 是随机误差项,μi 表示为省份控

制效应,δt 表示时间控制效应。在本研究中,我们着

重关注核心解释变量Digi,t 的系数符号及其显著

性。 若该系数显著为正,则可为假设 H1提供实证

支持,即数字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积极

的赋能作用。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新型城镇化水平(Urban)为实证分析部分的被

解释变量,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参考已有

文献的做法[17~20],从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空间五

个维度出发,选取18个指标来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数据进行处

理。如表1所示。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创新(Dig)为实证分析部分的核心解

释变量。当前,数字技术创新缺乏明确并且统一的

定义,随着数字技术有关政策的出台,学者陶峰

(2023)利用IPC分类号[21]以及黄勃(2023)文本分

析法[22]识别数字专利、或者用指标创建计算熵权

值[23,24]。本文以上市公司的数字经济专利申请数

量取自然对数,测度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3.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Str)和人工智能水平(Robot)是
本文选取的机制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常见的测度方

法,有周国富等(2021)通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

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25],还有刘晓瑞等(2025)
通过第三产业产值比上第二产业产值的结构衡

量[26]。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

比值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程度的指标。衡量人工

智能水平的测度借鉴Acemoglu等(2020)[27]、王永

钦等(2020)[28]、魏下海(2020)[29]、黄赜琳(2023)[30]

的方法进行测度的研究,采用的是地区工业机器人

渗透率用来衡量衡量人工智能水平。

4.控制变量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以及厘清核心解

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水平(Dig)对被解释变量长三

角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Urban)的实际影响,减少

因遗漏一些变量对结果产生的偏差,需要对影响新

型城镇化的因素加以控制,本文参考杨瑞(2022)[31]、
韩刚(2024)[32]、刘晓瑞(2025)[33]等学者的研究,最终

选取了如表2所列的五个控制变量。
在确定综合评价指标权重的过程中,方法的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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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与客观性至关重要。为避免像层次分析法这种

主观赋权法有可能带来的个人偏好与偏差,本研究

采用熵权topsis法进行客观赋权。对于新型城镇化

5个维度、18个指标的权重汇总如表1所示。

表1 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权重

新型

城镇化

经济

城镇化

人均GDP(%) + 0.050
地区GDP 增速(%) + 0.016
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 + 0.011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 0.021

社会

城镇化

人均教育经费(元) + 0.055􀪋􀪋􀪋􀪋􀪋􀪋􀪋􀪋􀪋􀪋􀪋􀪋􀪋􀪋􀪋􀪋􀪋􀪋􀪋􀪋􀪋􀪋􀪋􀪋􀪋􀪋􀪋􀪋􀪋􀪋􀪋􀪋􀪋􀪋􀪋

单位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万人) + 0.035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 0.071
普通高等学校教职人数(人) + 0.200

􀪋􀪋􀪋􀪋􀪋􀪋􀪋􀪋􀪋􀪋􀪋􀪋􀪋􀪋􀪋􀪋􀪋􀪋􀪋􀪋􀪋􀪋􀪋􀪋􀪋􀪋􀪋􀪋􀪋􀪋􀪋􀪋􀪋􀪋􀪋􀪋􀪋􀪋􀪋􀪋􀪋

人口

城镇化

城镇人口占比 + 0.020􀪋􀪋􀪋􀪋􀪋􀪋􀪋􀪋􀪋􀪋􀪋􀪋􀪋􀪋􀪋􀪋􀪋􀪋􀪋􀪋􀪋􀪋􀪋􀪋􀪋􀪋􀪋􀪋􀪋􀪋􀪋􀪋􀪋􀪋􀪋

城镇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 0.083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 + 0.169

􀪋􀪋􀪋􀪋􀪋􀪋􀪋􀪋􀪋􀪋􀪋􀪋􀪋􀪋􀪋􀪋􀪋􀪋􀪋􀪋􀪋􀪋􀪋􀪋􀪋􀪋􀪋􀪋􀪋􀪋􀪋􀪋􀪋􀪋􀪋􀪋􀪋􀪋􀪋􀪋􀪋

生态

城镇化

生活垃圾无害处理化率(%) + 0.005􀪋􀪋􀪋􀪋􀪋􀪋􀪋􀪋􀪋􀪋􀪋􀪋􀪋􀪋􀪋􀪋􀪋􀪋􀪋􀪋􀪋􀪋􀪋􀪋􀪋􀪋􀪋􀪋􀪋􀪋􀪋􀪋􀪋􀪋􀪋

城市污水处理率(%) + 0.00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00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 0.015

􀪋􀪋􀪋􀪋􀪋􀪋􀪋􀪋􀪋􀪋􀪋􀪋􀪋􀪋􀪋􀪋􀪋􀪋􀪋􀪋􀪋􀪋􀪋􀪋􀪋􀪋􀪋􀪋􀪋􀪋􀪋􀪋􀪋􀪋􀪋􀪋􀪋􀪋􀪋􀪋􀪋

空间

城镇化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 0.021􀪋􀪋􀪋􀪋􀪋􀪋􀪋􀪋􀪋􀪋􀪋􀪋􀪋􀪋􀪋􀪋􀪋􀪋􀪋􀪋􀪋􀪋􀪋􀪋􀪋􀪋􀪋􀪋􀪋􀪋􀪋􀪋􀪋􀪋􀪋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 0.135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 0.086

􀪋􀪋􀪋􀪋􀪋􀪋􀪋􀪋􀪋􀪋􀪋􀪋􀪋􀪋􀪋􀪋􀪋􀪋􀪋􀪋􀪋􀪋􀪋􀪋􀪋􀪋􀪋􀪋􀪋􀪋􀪋􀪋􀪋􀪋􀪋􀪋􀪋􀪋􀪋􀪋􀪋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Urban 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 0.195 0.158
解释变量 Dig 上市公司数字经济专利申请量取自然对数 4.448 2.273􀪋􀪋􀪋􀪋􀪋􀪋􀪋􀪋􀪋􀪋􀪋􀪋􀪋􀪋􀪋􀪋􀪋􀪋􀪋􀪋􀪋􀪋􀪋􀪋􀪋􀪋􀪋􀪋􀪋􀪋􀪋􀪋􀪋􀪋􀪋􀪋􀪋􀪋􀪋􀪋􀪋􀪋􀪋􀪋􀪋􀪋

Fin 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占该地区GDP 的比 3.032 1.002􀪋􀪋􀪋􀪋􀪋􀪋􀪋􀪋􀪋􀪋􀪋􀪋􀪋􀪋􀪋􀪋􀪋􀪋􀪋􀪋􀪋􀪋􀪋􀪋􀪋􀪋􀪋􀪋􀪋􀪋􀪋􀪋􀪋􀪋􀪋􀪋􀪋􀪋􀪋􀪋􀪋􀪋􀪋􀪋􀪋􀪋

Fdi 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0.026 0.019
控制变量 Et 教育科技投入/地区生产总值 0.021 0.022

Cep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18384 24109
Web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户籍总人口 3.913 1.934

中介变量
Str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48.118 7.513􀪋􀪋􀪋􀪋􀪋􀪋􀪋􀪋􀪋􀪋􀪋􀪋􀪋􀪋􀪋􀪋􀪋􀪋􀪋􀪋􀪋􀪋􀪋􀪋􀪋􀪋􀪋􀪋􀪋􀪋􀪋􀪋􀪋􀪋􀪋􀪋􀪋􀪋􀪋􀪋􀪋􀪋􀪋􀪋􀪋􀪋

Robot 地区工业机器人渗透率 6.497 11.355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分析样本覆盖长三角地区全部41个

地级市,时间范围为2014~2023年。其中,数字技

术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两项核心指

标沿用前述已构建的测度体系。其余变量数据主要

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长三角区域统计年

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及EPS数据库中的中国宏观

经济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以及中国劳动人

口数据库等,针对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方法进行补

全。参考吕娟等(2025)的做法[34],对数字经济专利

取对数处理,由于部分城市上市公司数字经济专利

申请量为1,本文在计算前对所有城市上市公司数

字经济专利申请量数据进行了加1处理,以确保运

算顺利进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在回归分析中采用分步纳入控制变量的策

略对被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观

察在持续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技术创新对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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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有无改变,结果见表3。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Urban

(1) (2) (3) (4) (5) (6)

Dig
0.037***

(10.810)
0.022***

(9.294)
0.019***

(7.045)
0.023***

(9.731)
0.023***

(9.424)
0.018***

(6.801)

Fin — 0.110***

(12.392)
0.116***

(13.021)
0.116***

(14.388)
0.116***

(14.282)
0.111***

(13.173)

Fdi — — 0.885***

(3.805)
0.622***

(2.949)
0.690***

(2.898)
0.590***

(2.952)

Et — — — 1.406***

(7.119)
1.407***

(7.124)
0.976***

(4.098)

Cep — — — —
0.000
(0.555)

-0.000
(-0.103)

Web — — — — — 0.014***

(3.309)

常数项
0.419***

(13.500)
-0.042
(-0.842)

-0.092*

(-1.840)
-0.157***

(-3.236)
-0.163***

(-3.342)
-0.128**

(-2.514)
城市/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数 410 410 410 410 410 410􀪋􀪋􀪋􀪋􀪋􀪋􀪋􀪋􀪋􀪋􀪋􀪋􀪋􀪋􀪋􀪋􀪋􀪋􀪋􀪋􀪋􀪋􀪋􀪋􀪋􀪋􀪋􀪋􀪋􀪋􀪋􀪋􀪋􀪋􀪋􀪋􀪋􀪋􀪋􀪋􀪋􀪋􀪋􀪋􀪋􀪋􀪋􀪋􀪋

调整后R2 0.636 0.808 0.815 0.839 0.839 0.845

 注:***
 

、**
 

、*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概率水平下显著。下同。

  通过表3,列(1)呈现了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
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第(2)~(6)
列逐渐加入金融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教育科技

投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互联网普及率。实证

结果表明,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从列(1)至列

(6)),数字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始终保持正值,且均

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数字技术

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

作用,假设1由此得到验证。
(二)区域异质性

长三角地区的各个区域不管是在数字技术创新

水平还是新型城镇化水平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本文对长三角地区按照区域等级划分为二线以上城

市13个、三线城市19个、四线及以下城市9个。为

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影响是否存在区域

差异性,表4呈现出按区域等级划分的分组回归估

计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知,二线及以上和四线及以下城

市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

显著,而三线城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为:
(1)二线及以上的区域具备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

成熟的创新生态系统,数字技术能够深度融入产业链

升级与城市治理体系,通过生产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务

表4 分区域等级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二线及以上

(2)
三线

(3)
四线及以下

Dig
0.001***

(8.929)
0.001
(0.802)

0.004*

(1.67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61.629***

(16.699)
19.038***

(20.604)
8.048***

(16.745)
城市/时间

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数 130 190 90􀪋􀪋􀪋􀪋􀪋􀪋􀪋􀪋􀪋􀪋􀪋􀪋􀪋􀪋􀪋􀪋􀪋􀪋􀪋􀪋􀪋􀪋􀪋

调整后R2 0.997 0.974 0.982

优化直接赋能城镇化质量跃迁;(2)三线城市作为工

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典型代表,面临的矛盾较多,
现有传统制造业基础与前沿数字技术存在应用代

差,技术供给脱离本地产业升级的真实需求,从而产

生技术需求错位这一矛盾、高能级城市通过人才政

策与产业平台形成虹吸效应,引致数字技术应用所

需的专业人力资本持续流出,从而导致人才流失矛

盾、省级资源重点投向省会与副中心城市,使得三线

城市在数字基建投入、技术试点项目获取上处于政

策传导链末端,形成政策资源传导迟滞矛盾;(3)四
线及以下城市基数低,潜力很大。其城镇化进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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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于数字技术的“普惠性赋能”,低门槛技术应用快

速填补公共服务空白,边际改善效应显著。县域城

镇化专项政策形成精准支持,使基础性数字投入迅

速转化为民生福祉提升。
(三)机制检验

参考温忠麟等(2014)的研究[35],构建中介效应

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技术创新对长三角

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中起到的中介作用。表5是

以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

果。列(1)表示数字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

镇化的总效应、列(2)则是数字技术创新对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影响、最后一列则是将产业

结构升级加入回归模型,分析总结数字技术创新和

产业结构升级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由

表5可知,数字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

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都是

正向影响,系数由0.029下降到0.020。在第(3)列
中,产业结构升级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系数

是0.088,且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结果表明产

业结构升级能有效促进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技术创新对长

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中扮演着中介角色。数

字技术创新通过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对长三角

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
假设H2成立。

表5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Urban
(2)
Str

(3)
Urban

Str — — 0.088***

(4.842)

Dig
0.018***

(6.801)
0.029**

(2.439)
0.020***

(7.45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128**

(-2.514)
-0.580***

(-4.468)
-0.024
(-0.436)

城市/时间

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数 410 410 410􀪋􀪋􀪋􀪋􀪋􀪋􀪋􀪋􀪋􀪋􀪋􀪋􀪋􀪋􀪋􀪋􀪋􀪋􀪋􀪋􀪋􀪋􀪋

调整后R2 0.845 0.827 0.857

按照表5同样的思路,分析人工智能水平在数

字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中是否

存在中介作用,表6是以人工智能水平作为中介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列(1)表示数字技术创新

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总效应、列(2)则是数字

技术创新对中介变量人工智能水平所产生的影响、
最后一列则是将人工智能水平加入回归模型,分析

总结数字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水平对长三角地区新

型城镇化的影响。由表6可知,数字技术创新对长

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都在1%的

水平上显著,且都是正向影响。在第(3)列中,人工

智能水平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回归系数是

0.068,且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结果表明人工

智能水平能有效促进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

展。总体来看,人工智能水平在数字技术创新对长

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中扮演着很重要的中介

角色。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推动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水

平的提升,进而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

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假设H3成立。

表6 人工智能水平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Urban
(2)

Robot
(3)

Urban

Robot — — 0.068***

(11.875)

Dig
0.018***

(6.801)
0.153***

(6.449)
0.008***

(4.05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128**

(-2.514)
3.617***

(14.118)
-0.374***

(-7.045)
城市/时间

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数 410 410 410􀪋􀪋􀪋􀪋􀪋􀪋􀪋􀪋􀪋􀪋􀪋􀪋􀪋􀪋􀪋􀪋􀪋􀪋􀪋􀪋􀪋􀪋􀪋

调整后R2 0.845 0.912 0.895

(四)内生性处理

虽然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有效控制不随时间变化

的遗漏变量偏误,但其对于由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

内生性问题时的识别能力仍存在一定局限。本文参

考乔敏健等(2020)的研究[36],以数字技术创新滞后

一期,将其标记为新变量L.Dig,用于替换基准回归

中的关键变量,并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重新进行估

计,结果汇报于表7。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创新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仍在1%的水平上保持统计显著。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引入工具变

量方法,以应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

选用1984年各地区每百万人邮局数量与上一年全

国互联网用户数形成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IV),
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完成参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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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1984年的邮局数量作为历史基础设施禀

赋,能够反映地区信息流通的传统基础,深刻影响后

续通信技术的采纳与扩散路径,因此和当期的数字

技术创新水平存在历史延续性关联;上一年全国互

联网用户规模代表宏观数字环境成熟度,它的增长

显著作用于各地数字创新潜力。二者的交互项不仅

捕捉了本地历史禀赋差异,更融合了国家层面的技

术演进动态,能够有效捕捉当前地区数字技术创新

的变化动因,满足与数字技术创新的相关性。另一

方面,1984年的邮局分布是高度外生的历史事实,
且远早于本研究关注的新型城镇化进程起点的

2014年,难以直接作用于当前的城镇化建设;全国

互联网用户数作为宏观总量指标,虽随时间变化,但
其对单一城市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影响很小,因此,在
第二阶段使用此拟合值替代原始变量进行回归,能
有效分离出数字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回

归结果如下表8所示。

表7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解释变量
(1)
Dig

(2)
Urban

L.Dig 0.952***(46.357) 0.019***(6.63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599***(3.366)-0.126**(-2.337)
城市/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数 369 369􀪋􀪋􀪋􀪋􀪋􀪋􀪋􀪋􀪋􀪋􀪋􀪋􀪋􀪋􀪋􀪋􀪋􀪋􀪋􀪋􀪋􀪋􀪋

调整后R2 0.932 0.844

表8 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1)
first
Dig

(2)
second
Urban

(3)
半简化式回归

Urban

IV
-0.000***

(-5.52)
— -0.402

(-1.078)

Dig — 0.089***

(5.23)
0.004***

(10.19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280
(-0.96)

-0.128***

(-4.30)
-12.838**

(-2.408)

城市/时间
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LM
 

statistic
28.78
[0.0000]

48.75
[0.0000]

—

Stock-Yogo 16.38 16.38 —
观测数 410 410 410􀪋􀪋􀪋􀪋􀪋􀪋􀪋􀪋􀪋􀪋􀪋􀪋􀪋􀪋􀪋􀪋􀪋􀪋􀪋􀪋􀪋􀪋􀪋

调整后R2 0.070 0.289 0.857

 注:[]内的数值是P 值。

由表8可知,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存在工具变量识

别不足,两列的LM 统计量的P 值都是0.0000,拒绝

原假设,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接下来考虑是否是弱工具变量,Stock-Yogo弱工具

检验的10%临界值为16.38,而第一阶段F 值远高

于16.38,说明工具变量IV 与内生变量Dig 相关

性极强,不存在弱工具问题。第一阶段回归显示,

IV 对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反映了历史

通信基础与新技术发展的动态关系:邮局设施薄弱

的地区在互联网浪潮中更易实现“弯道超车”,数字

化建设速度反而更快。由表7第(3)列的半简化式

回归结果,如果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那么将其

直接加入原模型进行回归时,其系数通常不会显

著[37]。参考金献坤等(2025)的研究[38]
 

,将工具变

量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回归模型(1)中,工具变量的系

数不显著,表明除内生变量外,其不存在影响长三角

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其他路径,因此符合排他性检验。
由第二列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技术创新

(Dig)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始终为正,这一

结果与前文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设H1高度吻合。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采取了三

种方法进行验证,分别是替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分时

间样本回归和剔除省会与直辖市。

1.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最初使用熵权topsis法衡量被解释变量新

型城镇化水平,现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对被解

释变量进行衡量,用以替换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

量。回归结果见表9第(1)列,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Dig)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是正向的影响。
因此能够得出,无论对被解释变量采取何种度量方

法,基准回归的结果都呈现稳定性,从而验证数字技

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是正向的。

2.剔除省会与直辖市

为了避免极端值出现带来的结果误差,本文剔

除了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和合肥市的有关数据,
运用剩下的37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

果可以从表9第(2)列看到,数字技术创新水平Dig
也依然在1%的水平下正向显著,从而也能验证基

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

3.分时间样本进行回归

本文将2014~2023年十年样本数,按照五年时

间分类分组。2014~2018为一组、2019~2023为另

一组,并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由表9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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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列可知,数字技术创新水平(Dig)依然在1%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并且系数由0.014增加到0.026。

这一结论再次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数字技术

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具有积极的影响。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1)
更换被解释变量

Urban

(2)
剔除省会与直辖市

Urban

(3)
2014~2018

Urban

(4)
2019~2023

Urban

Dig 0.100***(12.822) 0.010***(8.123) 0.014***(4.188) 0.026***(5.79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938***(13.426) 0.036***(3.492) -260.902***(-3.330) -0.196***(-3.130)
城市/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数 410 370 205 205􀪋􀪋􀪋􀪋􀪋􀪋􀪋􀪋􀪋􀪋􀪋􀪋􀪋􀪋􀪋􀪋􀪋􀪋􀪋􀪋􀪋􀪋􀪋􀪋􀪋􀪋􀪋􀪋􀪋􀪋􀪋􀪋􀪋􀪋􀪋􀪋􀪋􀪋􀪋􀪋􀪋􀪋􀪋􀪋􀪋􀪋􀪋􀪋􀪋

调整后R2 0.882 0.819 0.869 0.852

  (六)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分析

根据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39],
进一步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

的门槛效应。因此,根据前面的面板回归模型,门槛

模型构建为:

Urbani,t=δ0+δ1Digi,t·I(Humi,t ≤ρ)

+δ2Digi,t·I(Humi,t >ρ)

+δ3Fini,t+δ4Fdii,t+δ5Eti,t

+δ6Cepi,t+δ7Webi,t+εi,t (2)
其中,Hum 表示人力资本,即研发人员占总就

业人员之比,Urban 是被解释变量新型城镇化,Dig
表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I(·)为示性函数,如果括

号中的表达式为假时,则取值为0,反之该值取1。ρ
为门槛值,εi,t 是随机误差项。

在了解单门槛的前提下,还可以考察是否存在

多门槛的情况。双门槛模型构建如下:

Urbani,t=δ0+δ1Digi,t·I(Humi,t ≤ρ1)

+δ2Digi,t·I(ρ1 <Humi,t ≤ρ2)

+δ3Digi,t·I(Humi,t >ρ2)

+δ4 ini,t+δ5Fdii,t+δ6Eti,t

+δ7Cepi,t+δ8Webi,t+εi,t (3)
其中,ρ1 <ρ2,双门槛模型的估计流程与单门

槛方法基本一致,即在确定第一个门槛值的基础上

进一步搜索第二个门槛值。类似地,三门槛模型的

估计也遵循相同的递推逻辑,在此不再赘述。
经检验,人力资本存在双门槛,表10呈现门槛

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10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检验 门槛值 F 统计量 P 值
临界值

10% 5% 1%
Single 44.66 60.68 0.010*** 26.7948 36.2148 53.0250

Hum Double 58.48 36.67 0.010*** 19.3393 23.1149 31.8689
Triple 78.30 18.14 0.500 40.2206 44.7720 58.1107

  从表10门槛检验结果可知,门槛变量通过了

双门槛的显著性检验,但是三重门槛检验的 P 值

为0.5000,明显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

化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因此,本文以人力

资本(Hum)为门槛变量建立双面板门槛模型。
根据上述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可知,对于门槛变

量人力资本需要建立双门槛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

表11所示。门槛变量人力资本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

44.66和58.48。当人力水平低于44.66时,数字技

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几乎无推动作用,随
着人力资本水平逐渐跨越第1门槛值和第2门槛值,
数字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

开始显著,影响系数也由
 

0.0006增长到0.0015。
图2展示了第一门槛值(Th-1)和第二门槛值

(Th-2)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图形清晰地显示,似
然比统计量在第一个门槛参数约为44的位置,以及

第二个门槛参数约为
 

58的位置,均出现了显著下

降,并触及了虚线。这表明,模型在这两个参数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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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两个显著的门槛值。似然比统计量在这两个点

降至零,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下,这两个点均位于

其置信区间之内。这通过了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

验,强烈拒绝“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证实了核

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

系,而是存在基于特定门槛变量的结构性转变。似

然比检验结果与前述估计一致,支持存在显著门槛

效应的结论。由表10和图1的门槛检验揭示了一

个重要的非线性机制:数字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

的促进作用,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呈现出先增

强后减弱的“倒U型”或“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

表11 人力资本门槛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Urban
Hum<44.66 -0.001(-1.255)

44.66≤Hum<58.48 0.001***(3.329)

Hum≥58.48 0.002***(5.03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常数项 11.371***(12.057)
观测数 410􀪋􀪋􀪋􀪋􀪋􀪋􀪋􀪋􀪋􀪋􀪋􀪋􀪋􀪋􀪋􀪋􀪋􀪋􀪋􀪋􀪋􀪋􀪋

调整后R2 0.812

图2 人力资本门槛值的似然比函数图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为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

发展的作用,本研究利用2014~2023年41个地级

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异质性

分析、内生性处理、“三步法”及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

证检验。论文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技术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

正面影响。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现

了数字技术影响城镇化的机制路径。研究发现,产
业结构升级与人工智能水平是两条至关重要的传导

路径。这表明数字技术并非直接发挥作用,而是通

过赋能产业转型与提升社会智能,间接而深刻地重

塑了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与质量。
第二,数字技术赋能效果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

性。其对二线及以上城市、四线及以下城市的显著

促进作用,揭示了数字技术驱动可能存在“两头强、
中间弱”的U型规律。这一发现精准地回应了关于

异质性研究的不足,为理解数字技术在不同能级城

市中的差异化渗透与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提
示政策制定必须摒弃“均质化”思维。

第三,数字技术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受到人力

资本门槛的严格制约。只有当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突

破特定门槛后,数字技术的正向效应才能被充分激

活,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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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数字基建与应用场景融合。研究证

实数字技术对城镇化有持续的推动作用。因此,各
地政府应避免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仅停留在“硬件”
层面,而应推动其与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社区生活

等具体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驱动产业升

级,培育城镇化新动能。结论指出,产业结构升级是

数字技术影响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政策制定应

着力于鼓励传统制造业利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进行数字化改造,同时大力发展数字文创、平台经

济、智慧物流等新兴服务业。通过“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
吸引并留住人才,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和

产业支撑。
第二,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破解城市间数字鸿

沟。数字技术的影响因城市等级而异。对于二线及

以上城市,政策应侧重于原始创新和前沿技术突破,
打造数字技术创新策源地。对于三四线城市,应更

注重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以弥补其在传统资源

方面的不足。通过差异化定位和功能互补,形成大

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数字城镇格局。
第三,大力投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表明,只有

当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水平,数字技术的正向效应

才会充分释放。当前,对低于第一门槛值44.66的

滞后地区,一方面,加强与高校、职校的合作,定向培

养符合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复合型和技术技能型人

才;另一方面,完善人才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配套

政策,吸引高端数字人才集聚。同时,对于门槛值处

在44.66~58.48的地区,应推动地方高校优化学科

专业结构,加强与区域内主导产业的对接,共同培养

精通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复合型人才;在继续吸

引外部人才的同时,设立专项基金,鼓励企业在职员

工进行技能提升,重点覆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

中高端数字技能,推动人力资本向58.48的“高效门

槛”冲刺。开展面向普通市民和产业工人的数字技

能普及培训,全面提升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确
保更多人能从数字化转型中受益。对于超过第二门

槛值58.48的领先地区,需应对边际效应递减的挑

战,关键在于激发创新活力。实施国际顶尖人才引

进计划,配套世界一流的科研支持与创新环境,鼓励

其参与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通过原

始创新开辟新的增长曲线,不断完善集教育、科研、
产业、金融于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举办国际会

议、建立顶尖实验室等方式,不仅吸引人才,更能留

住人才、成就人才,确保其在数字变革中持续占据领

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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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key
 

force
 

driving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To
 

clarify
 

its
 

specific
 

impact
 

and
 

internal
 

mechanism,this
 

study
 

aim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driving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eveal
 

the
 

roles
 

played
 

b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vel.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4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2014
 

to
 

2023,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index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vel
 

and
 

the
 

index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level,and
 

uses
 

econometric
 

models
 

for
 

empirical
 

tests.Moreover,it
 

conducts
 

in-depth
 

discussions
 

through
 

mechanism
 

analysis
 

and
 

threshold
 

effect
 

models.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in
 

second-tier
 

and
 

above
 

cities
 

and
 

fourth-tier
 

and
 

below
 

cities;(2)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indirectly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through
 

two
 

paths: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nhancing
 

the
 

reg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vel.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but
 

its
 

promoting
 

effect
 

is
 

not
 

a
 

simple
 

linear
 

relationship.Through
 

threshold
 

tests,
it

 

is
 

found
 

that
 

this
 

promoting
 

effect
 

shows
 

a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
 

of
 

first
 

strengthening
 

and
 

then
 

weakeni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Therefore,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th
 

application
 

scenarios
 

such
 

as
 

urban
 

governanc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and
 

cultivate
 

new
 

growth
 

drivers
 

through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urban
 

digit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promote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among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And
 

based
 

on
 

the
 

threshold
 

value
 

of
 

human
 

capital,targete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fully
 

unleash
 

the
 

driving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urbanization.
Keywords: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new-type
 

urbaniz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vel;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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